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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目前学界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分析大多从体系层次入手,即

从大国政治与权力转移的角度论述中美战略竞争的必然性。本文则主要从

美国国家层面出发,首先从逆全球化趋势以及中美实力对比两个方面分析

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而从美国国内政治、时间视野、收益衡量三个角度

分析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变化的原因及其背后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本文认

为,美国右派保守主义的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左右政治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

选需求三方合流,推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由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国际环境的

变化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确立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由短期视野转向长期

视野,收益衡量方式也由注重绝对收益转为注重相对收益。这些因素综合

作用,导致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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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外溢性影响

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华301调查报告》,标志着中

美贸易摩擦的开端。此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化,长期被认为是中美关



56   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

系“压舱石”的双边贸易正在变成两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本文将首先对

当前中美在各领域的对抗进行梳理和总结,回顾学界对中美两国战略竞争

的阶段评估,并从美国国内层面出发,分析针对体系层面未能解释的中美关

系变迁的原因。本节将首先介绍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并分析其外溢到

科技、军事、政治交往、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表现。

第一,在贸易领域,从“301调查”到不断加征关税,中美贸易谈判艰难进

行,国际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重危机。截至2018年,美国共计对中国进行了

6次“301调查”,前5次调查均以协商或磋商的方式收场。最后一次特别调

查即2018年3月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内容包括所谓的不公平的技

术转让制度、歧视性许可限制、政府指使企业境外投资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

先进技术、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及其他可能与技术转让和知

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内容。① 《对华301调查报告》公布后,特朗普签署对华征

收关税的备忘录,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回顾中美贸易摩擦的过程,

主要由两次“相互加征关税—长期谈判—谈判破裂—再次加征关税”的事件

构成。② 截至2018年6月初,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关税,并威胁要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也采取反制措

施,共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美两国经济受到冲击,美国的汽车行业、科技行业以及农业受到的影响最

大,中国降低了对美国商品的进口,转而购买中国本土产品或者其他国家的

替代产品。③ 中美贸易摩擦也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了冲击,使世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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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WTO)的改革迫在眉睫,有媒体提出,当前国际自由贸易正经受1947
年以来的“最严重威胁”,保护主义浪潮正威胁自由贸易。①

第二,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制

造2025》的遏制意图,此外,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并以维

护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技术人员及部分专业学者和学生纳入签证限制方

案。② 美国2019年5月公布的谈判要求展示了打击中国科技产业的意图,

要求中方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支持③。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

领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航空、新能

源汽车、新材料等。在通信领域,2018年,美国司法部与商务部联合调查华

为违反针对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制裁的行为,随后特朗普签署《2019财

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禁止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使用华为与中兴两家公司的

产品。④ 此外,美国试图说服欧洲盟国抵制华为,注重防范华为带来的潜在

国家安全风险。⑤ 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实

体清单”,如无美国政府批准,华为将无法向美国企业购买元器件。⑥ 谷歌、

英特尔和高通等相关科技企业一度迅速响应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和华为进

行业务往来。除通信领域,美国在其他高新技术上也展现对中国的遏制态

势。2019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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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中国制造商发送敏感飞行数据,而中国政府可以访问这些数据。① 美国

针对中国高新科技企业的打压意图十分明显。

第三,在军事领域,美国大批量公开化的对台军售及中美海上力量摩擦

使得中美在军事领域的话语日趋紧张化。特朗普上任后,仅在2017年6月

29日,对台武器销售金额便达到14.6亿美元。② 在2019年6月6日,台湾

向美国购买108辆 M1A2艾布拉姆斯坦克、1240枚反坦克导弹、409枚标枪

反坦克导弹和250套“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总价值达到27亿美元。③

特朗普政府还在2018年推出美国武器出口政策改革,旨在扩大对盟友的军

售,称这将提振美国国防工业,并在国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台湾显然

是美国武器出口的潜在客户之一。这一改革进一步挑战了中美之间开展合

作的基石。④ 2019年以来,中美两军就南海问题的局部紧张对峙也时有发

生,而双方的高层交流机制则有助于避免双方的误判以及潜在冲突的加

剧。⑤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John
 

M.Richardson)在2019年1月访问

中国时向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表示,美国将把中国海警及渔船视为中国

海军,采取相同的军事回应方式。理查森宣称:“美国海军不会被胁迫,并将

继续在世界各地开展例行、合法的行动,以保障各国的权利、自由以及合法

使用海域和空域。”⑥在4月25日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表示:“希望美国切实尊重各国的主权和安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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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将采取坚决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双方的高层交流机制使得中美双方在南海地区军事话语出现紧张局势之

时,避免双方的误判以及对峙的升级。

第四,在政治领域,中美在政治领域的摩擦升级主要表现在两国高层互

动收效甚微且分歧明显,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敏感问题上频频显露对抗姿态。

如原定于2018年10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在两国贸易摩擦

悬而未决的背景下一度被推迟。① 11月,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重启,虽然双

方就“分歧中求合作”达成共识,但在南海、台湾、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两国立

场仍存在明显分歧。美国在南海问题方面坚持主张“自由航行”,并以此为

借口合理化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在台湾问题上则指责中国“压缩台

湾国际空间”;同时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2019年5
月,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法案内容包括重新确认所谓

“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重要基石,并重申“台湾旅行法”

“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等法案中各项美台互动及军事合作关系、军

售条文,并要求美国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② 在香港因

《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而引发混乱局面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都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同时国会议员重新提出“香港人权及

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强化有关香港发展的年度报告,同时每年评判香

港是否享有充分自治的状态等。③ 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是中国的

内政问题,而美国在此类问题上向中国频频施压,无疑将助长中美冲突升级

态势,进一步削弱中美政治交流机制的实际效用。

第五,在人文交流领域美国对华施压,具体做法包括收紧对华人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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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的发放、指控学生和学者从事间谍活动及关停孔子学院等。近年来美

国政府多次以涉嫌盗窃知识产权或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对特定的学

生和学者群体采取限制措施,2018年6月,美国针对科学(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等STEM专业的中

国学生重新收紧签证发放时长,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也在试图通过立法禁止

向任何由中国军方赞助或雇佣的人发放学生签证或研究签证。① 据统计,

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公派赴美留学的拒签率高达13.5%,与往年相比拒签

率大幅度提升。此外,2018年以来,美国以反间谍为由,吊销或重新审查中

方赴美人员的签证,这种趋势正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扩散,

2019年,美方取消了一批中方从事中美关系研究学者的10年签证。在中美

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大学内的孔子学院面临来自政治和预算方面的双

重压力。2018年,至少有10所美国高校宣布关闭或计划关闭他们的孔子学

院。美国方面针对孔子学院的指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妨碍学术自由、从事

间谍活动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② 2018年8月,美国在最新《国防授权法》中

规定,国防部不得向开设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的中文项目提供资金,除非该

校提交并取得相关豁免。③ 2019年2月,美国国会一个两党联合小组以威胁

国家安全和学术自由为由,敦促美国大学切断与中国孔子学院的联系。

2019年6月,美国教育部对美国大学接受外国资助情况展开调查,要求两所

学校公开来自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或中兴的资金。④ 美国方面对于人员交流

和文化交流设置障碍的行为,正在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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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变迁及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便逐渐显现,其推行的“亚太再

平衡”战略致力于追求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贸易、市场、社会关系等各个

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战略利益。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主导以及中

国的回应使得双方的战略竞争局面逐渐明朗,中美战略竞争逐渐成为学界

与政界的共识。针对中美战略竞争形成的表现,朱锋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

述:一是美国全面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并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力图压制中国的

策略变化,二是中美双方因战略节点争议导致的两国认知层面和行动层面

的对抗升级,三是美国对亚太区域内部分国家修正主义路线的纵容导致的

地区不安全因素的扩大,四是中国维护领土和主权权益的核心目标与美国

限制、塑造中国行为的目标难以协调和平衡。①
 

针对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阶

段,学者的判断较为一致。夏立平和董珊珊认为,“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

有选择合作”状态将长期存在。② 张杰认为,当前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关系正

处于由“接触+遏制”向“竞争+遏制+少数互利点合作”战略转变的关键转

折期。③
 

蒋芳菲认为,特朗普任期内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对奥巴马政府对

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对华政策正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

战略演变,中美关系将面临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④ 李巍和张哲馨认为,中美

两国正逐渐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但这种竞争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国争霸和

对抗,
 

由于“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式软化”三大机制的共同

作用,中美两国的竞争呈现出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表现为在共同努力维护和

①

②

③

④

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第3期,
第4—26页。

夏立平、董珊珊:《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重构与前途》,《国际展望》2019年第3
期,第98页。

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世界经济与政

治论坛》2018年第3期,第2页。
蒋芳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美国研究》2018年

第4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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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定局势的同时展开“和平竞争”。① 陶文钊认为,此次特朗普政府与以往美

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不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华强硬成为新的“政治正

确”。② 由此可见,竞争正取代合作,成为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常态。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形成原因,已有很多体系层面的解释。进攻

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霸权国家

为保证生存,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同时遏制新兴国家崛起,导致大国

冲突。③
 

戴尔·科普兰(Dale
 

C.Copeland)对大国竞争产生的原因持相同看

法,认为衰退中的霸权国要通过强硬政策甚至是预防性战争来限制其他国

家潜在力量的增长,以免其他国家实力壮大之后发动战争而本国战败的风

险。④ 大卫·兰普顿(David
 

M.Lampton)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国际体

系中权力再分配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安全困境”

深化的必然产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国

际社会出现“权力变更”,中美关系因而出现了“结构性紧张”。⑤
 

阎学通认为,

美国自二战之后始终处于世界中心,而欧洲与东亚实力的相对涨落使得未

来十年内东亚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

和国际体系的转变不可避免带来冲突。⑥
 

事实上,从奥根斯基(A.F.K.

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⑦、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国际周期

理论”⑧、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⑨,到格雷厄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
期,第25—53页。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2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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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变动

带来的国际影响已有众多经典论述,体系层面的分析对大国间关系演变提

供了方向性的判断参考,阐释了权力分配变动的背景下大国间冲突可能性

上升的原因,但守成大国在面对相对衰落局面时所采取的战略和具体外交

政策、冲突从产生到爆发的阶段性特征以及这种摩擦在不同领域的强度差

异等现象则未能在体系分析中得到答案。

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对中美竞争的演变和走向展开具体分析。吴心伯

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形势严峻,从长远看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美国内部各派的博弈。特朗普的个人背景、性格特征和处事风

格以及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立场不一致,都给处理中美关系

带来了独特的挑战。② 陶文钊认为,美国政界和学界广泛认同的“中国威胁

论”,使决策层对中国提出的倡议、主张和外交实践作出系统性的误读和曲

解,导致中美关系的冲突氛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特征。与此同时,美国政

府内部的保守势力在特朗普上任后的人事调整完成后更为强势,推动对华

政策走向极端。③ 王浩认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出现

了以政党重组趋势为标志的重大变化,一种以地缘政治逻辑为基础的强硬

对华战略思维正在成为美国主流政策精英的共识,并逐步开始作用于特朗

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实践,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地缘政

治—国内政治双重逻辑的互动和博弈。④ 张文宗认为,美国社会的劳资、阶

级、种族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政治极化程度严重,民众对民主党的认同和

对政府、媒体、机构和公司的信任均下降,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通过攻击

中国进行舆论动员来推行有争议的政策,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⑤ 学者从决

①

②

③

④

⑤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

第3期,第7—20页。
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度调整》,《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2期,第5页。
王浩:《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第3期,第47—69页。
张文宗:《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

2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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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特点、政治氛围及社会民意等国内因素出发,对中美双边关系从缓和走

向对抗给出了详尽的解释。诚然,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但国内政治

的发展演变也无法完全脱离国际环境的影响。要回答美国政府的两党对华

遏制的共识如何形成、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如何影响中美在各领域的

对抗,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压力如何投射于战略制定和外

交决策等实践层面的问题,需要更全面地综合考察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的

互动结果。

本文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僵持及其产生的外溢性竞争是当前中美战略

竞争的现实反映,而中美在体系层次的结构性冲突导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

的转向是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原因。由于目前对中美竞争的分析主要

集中于体系层面,国家层面的分析缺乏与体系因素等互动分析,本文将结合

国际环境的影响,着重从国家层次上分析中美贸易关系从中美关系稳定的

“压舱石”到恶化的“导火索”的深层原因,即从美国的国内政治、时间视野的

选择、收益衡量的转变三个方面,探究美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如何导致中美贸

易摩擦的发生和激化,以及中美贸易战背后折射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如何

在美国得到确立。

三、
 

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深究

上文阐述了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确立导致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竞争态

势,接下来对本文整体的逻辑框架进行阐释。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变化,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右翼保守主义在西方各国

兴起,中国崛起之下美国的实力出现相对衰落,国际环境的转变使得美国国

内政治精英开始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引发了对华政策的调

整。这种调整具体体现在国内政治力量博弈格局转变、对华时间视野由短

期转向长期、美国对于收益衡量由绝对转向相对三个方面。在国内政治层

面,表现为对华政策走向的保守主义势力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加强了对华鹰

派的力量、特朗普为追求竞选利益也越发对华采取对抗战略。在时间视野

和收益衡量层面,国际力量对比的转化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定位中国,并将中

美关系的长期利益调整到短期利益之上,由此美国的对华时间视野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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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方式也逐渐出现了转变。由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向好,美国则面临

相对的实力衰落,美国更加注重美国获得的相对收益以及未来长期的美国

战略优势。因此,美国现阶段更倾向于采取竞争与遏制的政策,如发动贸易

战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强科技领域的限制,军事领域话语趋向于紧

张化,当前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也呈现趋冷态势。可见,国际环境及中美

力量对比的转变引发了美国国内政治、对华政策倾向以及收益衡量方式的

调整,这种变动首先在经贸领域显著体现,并外溢至科技、政治、军事和人文

等各个领域。见图1。

图1 从“压舱石”到“导火索”———中美贸易关系变迁的根源深究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这三个因素之间能够互相影

响。当前中美在各领域的竞争与对抗的激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如在贸易

与科技领域竞争的激烈程度要远高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同时两国关系

中仍存在合作。这种领域间对抗性的差别以及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象表

明,两国的互动关系难以用单一的理论解释。本文着重分析的三个国家层

面要素中,时间视野和收益衡量方式主要为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转向提

供解释,从短时间视野到长时间视野、从注重绝对收益到注重相对收益的转

变,影响了对华关系从合作走向遏制的选择。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成员

的偏好以及国内利益团体的相互博弈,则对具体领域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

释力。本文将依次分析美国的国内政治、时间视野选择、收益衡量的转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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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探究美国国内各部分的互动如何推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

确立。

(一)
 

国际环境的变化

1.
 

逆全球化趋势显现

  经济全球化当前正面临危机。肯尼斯·拉波萨(Kenneth
 

Repoza)认为,

威胁逐渐取代机会与进步成为世界各国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描述。英国“脱

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各国选举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战等

加剧了当今的逆全球化趋势。①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认为,当前

的全球化出现了两类新趋势:一是以民族主义和市场分割为代表的逆全球

化,主张国家利益高于全球主义;二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依托重塑世界各国

的贸易和金融联系。② 回顾历史,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总是被大国引导,反映

出其国内的政治偏好,全球化1.0时代即是在1945年由美国引导开启的。③

当前英国的“脱欧”走向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世界不再是一个全球

共同体,而更多表现为各个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开展贸易、寻求竞争优势的竞

技场。④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斯蒂芬妮·塞加尔

(Stephanie
 

Segal)认为,“虽然目前世界远未达到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水平,但

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逆全球化’时期,至少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了阻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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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贸易和金融联系的政策目标设定”①。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在美

国与各国贸易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包括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协定谈

判;将北美永久自由贸易区转变为准临时自由贸易区;寻求与墨西哥和加拿

大达成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加强国外投资审查,排除经济

活动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重启美国与欧盟、日本的商品以及服务协定

的谈判等。

哈罗德·詹姆斯从现阶段信息的全球化角度出发,对科技迭代、政治干

预、人员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新特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迭代带来

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贸易层面,而是塑造了技术、工作等方面的新格局;各

政治实体采取政策“调控”全球化的努力也不尽如人意;各国为维护国内民

众的利益,普遍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使得各国

开始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并对于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性更为谨慎,2008年经

济危机则使人们开始担忧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如今,

信息已经上升为国家权力竞争最重要的工具,复杂的软件以及交互系统连

接了信息经济,美国的谷歌和亚马逊、中国的百度和阿里巴巴、俄罗斯的VK
社交软件等显示出各国普遍重视本国信息交流工具的独立性。鉴于此,哈

罗德认为,多边组织应当努力把控全球化的进程,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在

未来多边主义治理中,一是要发挥多边组织在仲裁争端方面的司法或准司

法作用;二是在政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是否维持政策一致性方面,独立机

构要发挥咨询建议作用;三是多边组织要作为一个有公共使命的公众劝

导者。②

2.
 

中美实力的消长

中美实力的相对变化突出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目前,中国在经济

规模、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均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

①

②

Stephanie
 

Segal,
 

“A
 

Path
 

to
 

De-Globalizatio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ember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th-de-
globalization,

 

访问时间:2019年6月13日。

Harold
 

James,
 

“Deglobalization
 

as
 

a
 

Global
 

Challeng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June
 

2017,
 

f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

default/files/documents/Paper%20no.135WEB_1.pdf,
 

访问时间: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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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在制造业增加值、货物进出口额和国际总储备等方面则已超过美国。在

经济规模方面,中国 GDP由1978年的3.16千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

108.01千亿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 1978—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

实际增长33.5倍,年均实际增速9.5%,平均每8年翻一番②,远高于同期美

国经济2.6%左右的年均增速。③ 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从第11位到

2010年超过日本,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GDP规模差距也正

快速缩小,当前中国GDP为美国的66%,而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

规模早在2014年已超过美国。④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占世界

比重从1980年的2.32%上升至2018年的18.69%,同期美国GDP总量占

世界比重从21.56%下降至15.16%。⑤ 与此同时,中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增

长最大的贡献者,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达28%,高于美

国的10.5%。⑥ 据测算,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将维持上升趋势并在

2030年达到顶点,美国份额将持续缩减。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World
 

Bank,
 

GDP
 

(
 

Constant
 

2010
 

USD
 

),
 

https://data.worldbank.org/

indicator/NY.GDP.MKTP.KD? end=2018&locations=CN&start=1978&view=
chart,访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18年8月27
日,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27_1619235.html,访
问时间:2019年7月25日。

任泽平:《中美经济实力对比》,2019年6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

s/zQKfm7mVj-4wIDL127yiUg,访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DP
 

(current
 

prices),
 

https://www.imf.org/

external/datamapper/NGDPD@WEO/WEOWORLD/CHN/USA,访问时间:2019年7
月24日。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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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PP,
 

Share
 

of
 

World,
 

https://

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SH@WEO/WEOWORLD/CHN/USA,访问时

间:2019年7月24日。

Alexandre
 

Tanzi
 

and
 

Wei
 

Lu,
 

“Where
 

Will
 

Global
 

GDP
 

Growth
 

Come
 

from
 

over
 

the
 

Next
 

Year,”Bloomberg,
 

May
 

6,
 

2019,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

articles/2019-05-06/where-will-global-gdp-growth-come-from-over-the-next-year,访 问 时

间:2019年7月24日。

OECD,
 

“The
 

Long
 

View:
 

Scenarios
 

for
 

the
 

World
 

Economy
 

to
 

2060,”
 

July,
 

2018,https://read.oecd-ilibrary.org/economics/the-long-view_b4f4e03e-en#page8,访问

时间:201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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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中美间的差距也在显著缩小。在吸引外

资方面,1990年中国为35
 

亿美元,美国为485亿美元,中国仅有美国的

7.2%;①2018年中国达1390亿美元,美国为252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规

模达到美国的55.2%。②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1990年中国为8亿美元,美国

为272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为美国的2.9%;2018年中国达

1300亿美元,反超美国。③
 

企业竞争力方面,2018年《财富》全球
 

500强企业

排名显示,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11年增加,从2007年的24
 

家增至2014
年的120家,而美国从167

 

家减至126家。④ 此外,中国在如 WTO、IMF和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话语权均有所提升,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机制都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

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当前,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常年

保持顺差,货物贸易总额全球占比高于美国,外汇储备也从短缺到积累并增

长到稳居世界第一。另据统计,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一直高于美国。⑤ 在经

济领域的多个方面,中国实力相对上升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总体趋势可

见一斑。

在科技领域,中国的研发强度、国内研发支出、人力投入和科研产出各方

面都有所提升,与美国差距逐渐缩小。2000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在

GDP中的占比为2.63%,中国仅为0.89%;2017年,美国的研发强度占比为

2.79%,中国为2.13%,较2000年有显著提升。在国内研发支出方面,

2007—2017年,中国从政府、商业到教育部门的研发支出都在逐年上升,美

①

②

③

④

⑤

甄炳禧:《21世纪: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
 

———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实力对比变

化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2期,第60页。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UNCTAD,
 

June
 

12,
 

2019.
OECD,

 

FDI
 

Flows,https://data.oecd.org/fdi/fdi-flows.htm,访问时间:2019
年7月24日。

Fortune
 

Global
 

500,
 

https://fortune.com/global500/2019/,访问时间:2019年

7月24日。
任泽平:《中美经济实力对比》,2019年6月2日,https://mp.weixin.qq.com/

s/zQKfm7mVj-4wIDL127yiUg,访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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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部门的研发支出则出现下降趋势。① 尽管目前美国在研发支出方面投

入居世界首位,但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研发支出增长最快。数据显示,2018年

中国公司的研发支出增长34%,达到600亿美元,研发支出总额占全球8%,较

2017年的6%有所上升,同期北美地区增长为8%。② 在人力投入方面,中国自

然科学与工程学学士学位获得人数以及科学与技术领域全职研究人员数量持

续增长,每千人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比重从2000年的0.964上升至2017年

的2.242。③ 在科研成果方面,2016年,中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发表的论文

数量从2003年的8.7万篇增长至42.6万篇,同年美国为40.9万篇,中国首

次实现超越。④ 在前1%引用率论文的相对比例、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和发明

专利申请数量等几项科研成果衡量指标中,中国都呈现上升趋势。⑤ 近十余年

间,中国对科技领域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推动与美国差距的缩小。

尽管中美实力对比,尤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总体呈现出中国不断增长

的趋势,但中美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如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生产效率、企

业竞争力以及科研产出等关键领域,中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美之间实

力消长变化尚未直接动摇美国地位之际,美国对中国先发制人的举措和强

硬的态度可以通过权力转移理论加以解释。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兴大国

不断缩小与霸权国家的实力差距,将引发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从而产

生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导致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围绕国际秩序主导

权的竞争。⑥ 美国对这种实力差距缩小的敏感程度以及对中国动机的预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http://www.oecd.org/sti/

msti.htm,访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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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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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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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ing:
 

PwC,”
 

November
 

2,
 

2018,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hina-business/article/2171412/

china-sees-largest-global-growth-rd-spending-pwc,访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OEC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
 

https://data.oecd.org/rd/researchers.
htm#indicator-chart,访问时间:2019年11月4日。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
 

https://

www.nsf.gov/statistics/2018/nsb20181/report,访问时间:2019年7月24日。
任泽平:《中美科技对比》,《发展研究》2018年第8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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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美实力的消长成为贸易关系从“压舱石”转变为“导火索”的最重要的

背景。

(二)
 

对华政策的调整

1.
 

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博弈

  本文接下来从美国国内政治层面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在这一层

面,我 们 参 考 了 自 由 主 义 理 论 学 者 安 德 鲁 · 莫 拉 维 切 克
 

(Andrew
 

Moravcsik)
 

提出的自下而上逻辑,即一国国内的政治制度、社会团体的偏

好、理性个体的选择等因素会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到国家间关

系。① 美国的国内政治情况对其外交政策影响巨大,本文认为,右派保守主

义上升、军工利益集团反华逐利以及特朗普的政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导致

了中美战略竞争激化。

(1)
 

右派保守主义上升

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

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是那些战后试图捍卫美国乃至西方文明成果

的人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刻意阐述的一套价值体系②,这套价值体系

源于反共,兜售恐慌的特征贯穿其中,坚信自由市场和小政府,长期担心现

行体制受到挑战是其主要特征。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是由种种动机、观念、

期望长期积累而成的,它们一方面关系到如何建立政治体制和国家政府,以

满足美国人民对于安全、稳定和社会公正的渴求,同时也关注如何引发人民

的恐慌。③ 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首先体现为一场强调小政府、传

统文化和孤立主义的旧右派运动,在冷战背景下则表现为以反共为目标的

现代保守主义运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反共主义产生的“红色恐慌”

极大地推进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到60年代,一个以南部边缘地带为主

①

②

③

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
 

No.4,1997,
 

pp.513-553.
Samuel

 

P.Huntington,
 

“Conservatism
 

as
 

an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51,No.2,1957,pp.445.
戴维·法伯、焦姣:《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美国研究》2016

年第5期,第111—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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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基地、以共和党和南方民主党人的联盟为主要政治载体、以中下层美

国人为主要政治支持者的保守主义新权势集团最终形成,构成了二战后美

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20世纪70年代“苏攻美守”的国际环境

下大批保守主义智库崛起,直到今日保守派智库在数量和研究领域上依旧

优于自由派智库,形成了保守主义智库长期主导美国政治的局面。① 苏联解

体后,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民主的新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带动全球化进程的

主要意识形态。当前世界性的逆全球化趋势也反映出美国社会面临的经

济、政治、文化层面的多重危机,一场超越左、右的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通过

特朗普的竞选被整合在一起。②

结合其发展轨迹,可知美国保守主义的长期发展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

原因:一是民主党政府奉行的新政式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有经济调控的

相似性使得中下层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二是美国潜意识里共产主义与

传统主义的对立。③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反苏的保守派联盟一度瓦解,而

“9·11”事件使得美国开始重点关注美国的国土安全,为美国保守主义卷土

重来提供了土壤。④

当今美国的右派势力相比以往有什么变化? 又是如何发挥影响力的

呢? 本文认为,今天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增强表现在美国政府要员大多为对

华鹰派,且在国会参议院内部也形成了跨党派的反华政治联盟。

首先来看美国政府内部的变化。美国总统直属的核心行政执行层包括

内阁、总统行政办公室以及特定独立职能部门三部分,其中内阁核心成员包

括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

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现任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以及前代理司法部

长马修·惠特克(Matthew
 

George
 

Whitaker)等,前三者均表现出强烈的对

①

②

③

④

李艳、王凤鸣、王军:《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库的演变以及主导美国政治的原因》,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4期,第82—88页。

戴维·法伯、焦姣:《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进程而非固有观念》,《美国研究》2016
年第5期,第111—125页。

金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

2期,第21—25页。
郝雨凡:《“9·11”事件与美国保守主义》,《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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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鹰派取向;巴尔自上任便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的对手,而非俄罗斯;①惠

特克在对外问题上暂未表现明显倾向,但其曾公开批评穆勒领导的涉俄调

查,侧面支持特朗普;姆努钦是高层中的少数鸽派官员之一,强调贸易互惠,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缓和中美贸易摩擦的作用。总统行政办公室中的白

宫办公厅主任(代理)马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贸易代表罗伯特·

莱特希 泽(Robert
 

Lighthizer)、驻 联 合 国 代 表 希 瑟 · 诺 尔 特(Heather
 

Nauert)、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等人,以及特定职能部

门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

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等,也都呈现出对华强硬的态度。② 而当前

与对外贸易及经济直接相关的主要高层人员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原国家

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Wilbur
 

Ross)以及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wrence
 

Kudlow)等都是

对华鹰派,符合特朗普的政治主张。③ 美国政府内部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

声音日益消退,被民粹主义、对华全面强硬的声音取代。

其次,国会参议院内部也形成了跨党派反华政治联盟。具有反华色彩

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由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

奥(Marco
 

Rubio)、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民主党参议员

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携手推动通过。其中沃伦将中国视为对手,并主张加强印太地区的

军备建设,维护美国主导的秩序。④ 卢比奥则具有较强的政策领导力,长期

①

②

③

④

“Trumps
 

Attorney
 

General
 

Pick
 

William
 

Barr:
 

China
 

is
 

Biggest
 

US
 

Rival,
 

despite
 

‘Fixation
 

on
 

Russia’,”
 

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January
 

15,
 

2019.
任泽平:《美国两党及内阁成员对华思想全景图———美国是如何走向对华强硬

的?》,2019年5月6日,http://www.xcf.cn/article/70a5c60d6fc811e9bf6f7cd30ac30fda.
html,访问时间:2019年6月14日。

“How
 

the
 

Donald
 

Trump
 

Cabinet
 

Stacks
 

Up,
 

in
 

3
 

Charts,”
 

National
 

Public
 

Radio,
 

December
 

28,
 

2016.
Hal

 

Brands,
 

“Elizabeth
 

Warren
 

Has
 

(Half)
 

a
 

Foreign
 

Policy,”
 

Bloomberg,
 

December
 

2,
 

2018,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12-02/elizabeth-
warren-has-a-foreign-policy-sort-of,访问日期:2019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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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国会内部跨党派对华鹰派联盟并积极签署各类对华强硬法案,他本人

也有强烈的亲台倾向,曾推动了2018年3月所谓“台湾旅行法”①以及同年

12月“对等进入西藏法案”的签署。②

此外,右派保守主义在美国民众中有大量支持者,极右派的代表迈克·

蓬佩奥、斯蒂芬·班农(Stephen
 

K.Bannon)、马克·卢比奥等人都有广泛的

支持者。前任白宫首席策略师及美国总统顾问斯蒂芬·班农曾提出关于中

美贸易战的六点理解,包括中国长期对民主工业国家发动战争、中美之间的

冲突是无法调和的经济模式的根本冲突、中国作出的承诺不会被执行也不

可能被监督、中国加入 WTO使得美国失去了500多万个制造业岗位等内

容。班农呼吁特朗普以强硬的态度应对中国这一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生存威

胁,他的言行体现了美国当前右派保守主义对于中国的曲解和污蔑。③

美国右派保守主义势力的增强以及政府高层中对华鹰派比例的显著提

升,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由竞争接触向竞争遏制的转变,影响未来

中美关系的走向。

(2)
 

军工利益集团反华逐利

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1961年首先提出“军工复合

体”(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提醒美国社会要警惕由垄断财团、工商

界、五角大楼组成的利益集团的发展。军工复合体包含军事组织、军事工业

企业、政治机构、宣传机构、智库等多个机构。④ 经历了二战和冷战时期,军

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即军工利益集团逐渐发展成熟,并成为美国特色的

一部分。美国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回避的,

①

②

③

④

USA
 

Congress,
 

“H.R.535-Taiwan
 

Travel
 

Act,”
  

March
 

2018,
 

https://www.
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35,

 

访问时间:2019年8月7日。

USA
 

Congress,
  

“All
 

Information
 

(Except
 

Text)
 

for
 

H.R.1872-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
 

December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
congress/house-bill/1872/all-info,

 

访问时间:2019年8月7日。
“Steve

 

Bannon:
 

Were
 

in
 

an
 

Economic
 

War
 

with
 

China.Its
 

Futile
 

to
 

Compromise.”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9.
朱文江:《美国军工—思想库复合体与小布什对外政策》,《国际资料信息》2008

年第2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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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美国保守理念紧密结合,极力把中国塑造成未来美国的威胁。①

回顾其发展历史,在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执政时期,

军工产业还没有和军队、政府甚至国会建立联系,没有结成复合体。克林顿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上台后对美国的军工行业实行“行业内部兼并”

政策,寻求降低军工行业竞争内耗,形成一个新的高水平的军工体系,巩固

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霸主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军工行业形成了

洛克 希 德 · 马 丁 (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波 音 (The
 

Boeing
 

Company)和雷神(Raytheon
 

Company)三足鼎立的局面,实力稍弱的还有通

用动 力(General
 

Dynamics)和 诺 斯 罗 普·格 鲁 曼(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两家公司。经过调整后的军工企业集团规模更大、职能更加多

元化,而且与国防部、军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时期,保守主义政府班底及其扩张性外交政策使美国军工利益集

团再次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军界、工业界和政界结成了所谓的“铁三角”,

国防部、国会、军事承包商三方的互惠互动开始长期存在,发展成对美国对

外政策影响巨大的军工复合体。

今天,军工利益集团成了左右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官僚政治力量。美

国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及美国前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

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军事工业背景深厚。现任国防部长马克·埃

斯珀曾在2017—2019年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入职国防部之前曾担任雷神公

司政府关系事务部副总裁,与五角大楼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在2017年上任

之时,马克·埃斯珀便表示要将国防部的目标集中在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上,

实现长期保持美国对中国军力相对优势的目标。② 沙纳汉曾在波音公司供

职30多年,担任导弹防御系统项目的副总裁兼总经理、负责全球供应链战略

①

②

杰里尔·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1997年,第418页。

Missy
 

Ryan,
 

Dan
 

Lamothe,
 

“Defense
 

Secretary
 

Wants
 

to
 

Deliver
 

on
 

the
 

Goal
 

of
 

Outpacing
 

China.Can
 

He
 

Do
 

I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6,
 

2019,
 

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defense-secretary-mark-esper-wants-to-be-
the-leader-who-finally-delivers-on-the-pentagons-goal-of-outpacing-china-can-he-do-it/2019/

08/06/671cacca-b86b-11e9-aeb2-a101a1fb27a7_story.html? noredirect=on,访问时 间: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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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进制造技术应用的高级副总裁,除了管理多款型号商用飞机的发展之

外,也曾参与多项与国防部的合作,包括军用直升机、导弹防御系统、机载激

光武器系统等计划。波音迄今已获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飞机项

目,其中包括海军订购的100多架“超级大黄蜂”战机和空军拟购买的12架

最新的F-15X战机。① 军火制造商高层入职美国国防部加速推动了政府和

军工制造商的紧密合作,扩大了雷神、波音等军火商在美国军方的影响力。

沙纳汉始终关注中国②,在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的《2018国防战略报

告》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努力使军队现代化,并投资先

进的太空技术和高超音速武器来对抗中国,通过不断加强美国自身军备建

设,试图拉开和中国军事力量的差距。

军工经济集团之所以影响巨大,主要缘于两个方面:一是军工经济在整

个美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客观地位,二是该利益集团主动影响美国政策走

向的能力比较强。③ 向政府出售军火是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重要利润来源,

而紧张的国际形势能够刺激军火贸易的增长。反苏反共、打击恐怖主义、遏

制中国都是军工利益集团获取巨额利润的关键。当前美国政要中对华鹰派

比例大幅增加,沙纳汉和特朗普是典型的代表,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渲染以

及对华强硬观点的传播,为军工企业扩大对美国军方的订单提供了机会。

特朗普自2016年上任以来在军事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多,其国防开支的增加

以及亚太地区的重新部署正反映出特朗普政府中对华鹰派强大的政策影响

力。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五角大楼与军工利益集团的合作也将更加

密切,军工利益集团将在对华政策的制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特朗普的竞选政治需求

首先,本文分析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内阁构成。关于特朗普当选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在特朗普政府及其选民看来,全球化与自由贸

①

②

③

Lara
 

Seligman,
 

“Boeings
 

Pentagon
 

Takeover,”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3,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2/23/boeing-pentagon-takeover-defense-department-
mattis-shanahan/,访问时间:2019年6月15日。

Reuters,
 

“Remember:
 

‘China,
 

China,
 

China,’
 

New
 

Acting
 

U.S.Defense
 

Secretary
 

Says,”
  

January
 

2,
 

2019.
田旭东、朱晓梅:《美国军工复合体浅析》,《军事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第

7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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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使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国内的一系列分配不公及失业问题,修正

与中国等国家的经贸关系、重新配置国际经济资源是其主要诉求。二是这

一部分选民强烈的政治诉求使以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迅速上升,

帮助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其组建的政府内阁是历届政

府中最具商业气息的,出身工商业的各部门领导人比例为26.7%,包括前埃

克森美 孚 董 事 长 兼 执 行 总 裁、国 务 卿 雷 克 斯 · 蒂 勒 森
 

(Rex
 

Wayne
 

Tillerson),前对冲基金投资者和好莱坞金融家、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

华尔街资深投资人士、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
 

(Wilbur
 

Louis
 

Ross),亿万

富翁慈善家和教育活动家、教育部部长贝琪·德沃斯
 

(Elisabeth
 

Betsy
 

DeVos)。① 特朗普还曾提名前CKE餐饮集团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普斯德

(Andrew
 

Puzder)担任劳工部部长,但普斯德因受到反对而退出提名。特朗

普内阁成员的商业背景涉及石油能源、投资银行等多个行业,其利益也需要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得到保障。对于特朗普而言,对华加征关税的政策符合

其商人视角下扭转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不利局面的需要,而发动对华贸易战

也符合其决策和执行风格。特朗普“内向性”的政策导向催生了中美贸易摩

擦,并且使得中美贸易谈判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投资审查、反倾销诉讼、

“301调查”、关税战不断加码,中美两国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乃至整个世界贸

易体系的稳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其次,特朗普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有利于其争取连任。在经济层面上,

贸易谈判要求中国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可以实现特朗普对忠实选民的

承诺;高科技领域中美竞争的加剧也使其可以争取到部分中产阶级的选票;

特朗普政府关于中国违反 WTO规定抢走500万以上美国工人就业机会的

宣传,也使其可以获得大量中下层白人民众的支持;军工集团的武器装备出

口也可以当作美国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平衡外汇

收支、减少贸易逆差。在政治层面上,特朗普挑起贸易摩擦、维护美国利益

的政治背书效应已经达成,这种信守竞选承诺的形象也会为他争取到更多

①

 

Drew
 

Desilver,
 

“Trumps
 

Cabinet
 

will
 

Be
 

One
 

of
 

Most
 

Business-heavy
 

in
 

U.S.
History,”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19,
 

2017,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
tank/2017/01/19/trumps-cabinet-will-be-one-of-most-business-heavy-in-u-s-history/,访 问 时

间: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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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守派选民。在军事层面上,对外军售可作为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

工具,通过武器售卖达到对购买一方的政治、资源、外交和军事控制,对台武

器售卖便是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筹码。

在即将到来的2020大选中,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保持伟大”和

“作出承诺,
 

履行承诺”。纵观特朗普现阶段对于其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其政

绩主要集中在军事和移民问题上,扩大国防开支保障军人福利、限制和管控移

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媒体对特朗普竞选承诺的履行情况作了

统计:已履行的承诺占比17.6%,已妥协的承诺占比10.8%,背弃的承诺占

比16.7%,被搁置的承诺占比27.5%,推行中的承诺占比27.5%。① 特朗普

所注重的承诺中排名前五的分别为废除奥巴马医改、修建美墨边境墙、暂停

接收来自恐怖主义易发地区的移民、为每个人减税以及降低商业税率。其

中前两项止步不前,而后三项在履行后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特朗普在近

期签署的2019年度预算法案削减了医疗保险,其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承诺被长

期搁置,允许个人从税收中扣除医疗保险保费的承诺则被完全背弃。并且,

特朗普声称的增加200亿美元联邦预算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学校选择的承诺

也处于搁置状态。② 与此同时,特朗普虽然在军事和移民问题上做出了政绩,

经济上追求的回归产业资本却使得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经济状况出现下滑。

过去三年,特朗普的政绩不尽如人意,贸易战也使得美国的经济形势面

临走低的风险,此时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更能够凸显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定

位,增强其在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合法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国

内矛盾转移到国际层面,增强美国民众对于其政策的支持度,为2020年大选

赢得更多筹码。

现代保守主义有宗教、民族主义以及经济增长三大支柱,而“特朗普主

义”是一个兼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游离在左翼和右翼立场之间的保守主

义派别。③ 特朗普现任国家安全顾问为资深鹰派人士约翰·博尔顿,对华政

①

②

③

“Trump-O-Meter:
 

Tracking
 

Trumps
 

Campaign
 

Promise,”
 

PolitiFact,
 

https://

www.politifact.com/truth-o-meter/promises/trumpometer/,访问时间:2019年11月4日。

Ibid.
庞金友:《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谱系与危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

1期,第112—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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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始终采取极强硬立场;而他曾经的“意识形态管家”史蒂芬·班农也反

映出特朗普与保守主义的政治联盟。为了保证2020年大选中的连任,特朗

普需要更加密切地与右派保守主义群体以及军工利益集团进行合作,保障

足够的竞选资金和选票,由此右派保守主义、军工利益集团以及特朗普的政

治竞选需求三方合流共同决定了美国强硬的对华立场,其在短期内并不会

得到缓解,甚至有可能出现加剧的态势。

2.
 

时间视野

戴尔·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对于自己与其他国家之

间的贸易预期,可能影响两国之间是否发生战争,这会带来国家经济收益和

国家安全之间的选择:国家除了要考虑贸易合作中的相对收益,还要担心经

济依存所带来的贸易脆弱性和敏感性。①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大多数情况

下国家安全要比经济收益更重要②,其对于长期衰落的恐惧往往会战胜对于

当前收益的追求。

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M.Edelstein)指出,国家往往面临“即刻还是

以后”的选择困境(“now
 

or
 

later”
 

dilemmas)。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它可以

选择承担短期成本来解决潜在的长期问题,也可以选择现在冒险获取利益,

但在未来付出更大的成本来解决问题。具有较长时间视野的国家更倾向于

前者,它们宁愿现在就采取行动,保障国家长期的未来发展。相反,具有较

短时间视野的国家则希望保持低水平短期成本,推迟问题的解决。对于国

际问题的应对,选择开展合作还是冲突是各国不同时间视野下互动的结果。

在大国兴衰的背景下,一个衰落国对崛起国的雄心越是不确定,它就越倾向

于放弃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的竞争,采取合作态度。而对于崛起国来说,它越

是意识到增长的长期战略收益,就越有可能进行合作,以避免自己成为衰落

国的短期目标。这种互动意味着,短期合作有时会使一个衰落国看不到一

①

②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19页。
张敦伟:《贸易预期会改变和平局势吗? ———“经济依存与战争”述评》,《战略决

策研究》2018年第3期,第81—98页。



80   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

个崛起国所带来的长期威胁。① 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长期的不确定性特征,

冲突与合作共存是中美各领域交往的常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国际事

务上长期的韬光养晦以及友好合作的态度使得中美实现合作双赢,另一方

面是由于中国与美国迥异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增长的实力使美国长期对中

国怀有戒心。为此,美国对中国长期采取接触政策,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

的国际框架之内,通过制度内的约束来影响进而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然

而我们也可以发现,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到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

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政府要求中国遵循国际秩序,美国在

保持对华接触的同时,其融合约束的主张也逐渐转为遏制。②

具体来看,奥巴马及其之前的历届政府在中美关系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之时,选择与中国开展合作更符合其发展收益。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

中国的市场与贸易,而诸如朝核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安全治理问题也需要

中国的合作。自2001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到竞

争合作、再到贸易战的三个阶段。从2005年到2008年,中国坚持以国内的

经济发展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美国也采取较为务实

的态度,将发展对华贸易作为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手段之一。③ 2008年以

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奥巴马将中国定位为新兴全球大国,在对华政策上

采取双轨制,同时推进美国与中国、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和高层

接触。此外,美国也通过政府干预抑制中国在美国本土过快的投资增长,以

限制中国在美力量的发展。④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统计,截止到2019

①

②

③

④

David
 

M.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

期,第3—5页。
张丽娟:《中美商务外交与亚太贸易机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

 

年第
 

4
 

期,第72页。

Kenneth
 

Lieberthal
 

and
 

Jonathan
 

Pollack,“Establishing
 

Credibility
 

and
 

Trust,

The
 

Next
 

President
 

Must
 

Manage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Brookings,

March
 

16,
 

2012,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establishing-credibility-and-
trust-the-next-president-must-manage-americas-most-important-relationship/,访问时间:

2019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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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102亿美元。① 由于中美贸易总额巨大,且中

国是持有美国国债的首位债权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以及亚太地区的贸易

机制关乎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在2013年中美领导人加州会晤之后,

中方表示要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则表示要建立基于“务实合作和

建设性处理分歧”的大国关系新模式。② 综上,2016年及以前,美国总体期

望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维持、适应和提升和平的国际体系并确保其

成功。③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对于中美互动的看法也逐渐转向

长期视野,“中国崩溃论”渐渐销声匿迹,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的挑战则成

为美国学界政界争论的焦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担心中国崛起

对其全球霸权形成挑战,而合作与遏制的相互作用使得美国的对华外交政

策长期处于高度敏感区。希拉里在2011年10月发文称,美国应当大幅增加

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并强调地缘政治的未来

取决于亚洲。④ 李侃如也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力量、国际

责任以及经贸投资等方面显示出美国重振其亚太影响力的意图。⑤ 伴随着

中美东亚地缘竞争的紧张程度不断上升,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挑战国而本国

为守成国的格局也愈发清晰。在大国兴衰的背景下,一个衰落的国家对一

①

②

③

④

⑤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June
 

17,
 

2019,http://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访问时间:

2019年6月18日。
王缉思、仵胜奇:

 

《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当代世

界》2014年第10
 

期,第2—7页。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
 

“Deputy
 

Secretary
 

Zoellick
 

Statement
 

on
 

Conclusion
 

of
 

the
 

Second
 

US-China
 

Senior
 

Dialogue,”
 

December
 

8,
 

2005,https://2001-
2009.state.gov/r/pa/prs/ps/2005/57822.htm.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访问时间:2019
年6月18日。

Fred
 

Dews,
 

“Pivot,Rebalance,
 

or
 

Reinvigorate?
 

Words
 

Matter
 

in
 

US
 

Strategy
 

toward
 

Asia,”
 

Brookings,
 

April
 

21,
 

2014,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

brookings-now/2014/04/21/pivot-rebalance-or-reinvigorate-words-matter-in-u-s-strategy-
toward-asia/,

 

访问时间:201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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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崛起的国家有越高的敌对预期,它就越有可能拥有更长的时间视野,并采

取竞争策略。①

当今中美面临着战略竞争,中国有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

心,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也开始承担更多责任,“一带

一路”倡议的发展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从亚洲扩展到全球。因此,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中国的实力增长会最终

动摇美国建立的霸权体系。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依旧处于快速增长期,对

美国采取合作态度维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局势更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收

益。由此,中美两国的对外策略出现偏差,在美国优势主导下,中美逐渐转

向战略竞争。当前,美国更加注重优势主导战略,即凭借其现有的政治、经

济和军事实力打压潜在的挑战者,确保持续优势以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②

而中国则推行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政治实力,中美关系的复

杂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大。③

总而言之,由于时间视野的限制以及两国对于未来关系的不确定性预

期,在20世纪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是选择与中国在经济贸易、全球

治理等各个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双方的短期获益。而今天由于中国实力增

长以及中国发展道路不确定性的降低,美国更加注重其未来霸权地位的维

持,因此放弃短期在经贸合作、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收益,选择以竞争和遏制

来应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壮大。

3.
 

收益衡量

接下来本文从收益衡量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华的战略选择。绝对收益和

相对收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两种分析方法。④ 理解国家追求相

①

②

③

④

David
 

M.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Barry

 

Rosen
 

and
 

Andrew
 

L.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3,
 

1996
 

/1997,
 

pp.5-53.
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

期,第5—6页。

Robert
 

Powell,
 

“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5,
 

No.4,
 

1991,
 

pp.1303-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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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行为及其动机,有助于利用相关理论解释中美战略竞

争,即两国采取不合作行为的根源。

“相对收益”概念出现于经济领域。15世纪在政治专制主义主导的社会

中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权力和财富为目的,主张国

家间关系属于零和博弈,一国顺差必然导致另一国逆差,因此一国必须采取

积极行动,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顺差。① 由于国家财富与国力最终可以相互转

化,相对收益因此同样适用于安全领域。新现实主义认为,与存在从属关

系、具有等级的国内政治系统相比,国际系统的各部分是平等的,是无政府

的、分权的状态,具有缺乏秩序和组织的显著特征。正如微观经济学中“市

场”形成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国际政治系统是由关注自我的单

元———国家的共同行为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目标是确保自身的

生存,如果国家不能实现预期目标,国际环境将对其不利,因此国家对成本

很敏感。② 这一假设对应了国家对相对收益的重视,并解释了合作难以实现

的原因。

沃尔兹
 

(Kennth
 

N
 

Waltz)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以两种方式限制了国

家间的合作。首先,国家担心对可能的收益进行的分配会对其他国家更为

有利;其次,一国担心合作的开展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导致自己依附于其他

国家。③ 第一种方式进一步解释了国家关注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的原因。

沃尔兹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以确保生存为目标,遵循自助原则进行

互动。当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性时,处于不安全中的国家必须考虑利

益将如何分配。这导致它们通常要询问的并非“我们双方都能获益吗”,而

是“谁将获益更多”。在对预期的获益进行分配时,一国可能利用它的不均

衡获益,去损害或毁灭另一国。只要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的能

力,那么即便在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时,这一前景也不能促使他们

进行合作。④ 阻碍合作的可能并不在于任何一方的意图,而是国家的不安全

①

②

③

④

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

1998年第1期,第41—48页。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同上,第139页。
同上,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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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即对对方未来意图和行动所怀有的不确定性及疑虑。在这种情况

下,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更重视相对收益,从而使国际合作更难实现、更难

维持和更依赖于国家权势。

“绝对收益”概念继承于自由经济学派的观点。①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是贸易双方均获利,从而构成合作

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单向行为体,只考虑自身收益而不考虑对方

收益。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认为双方均可得益,即绝对收益

为正,就具备了合作的条件。新自由主义始于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通过引

入绝对收益及国际机制,来解释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行为产生变

化的原因。新自由制度主义采取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即承认国际体

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但同时认为国家间的冲突并非不可

避免。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指出,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国际体系

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仅仅强调权力分配,无法解释在国际体系结

构缓慢变化的过程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冲突与合作行为。②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在混合利益博弈中,国家目标是实现本国利益最大

化,即追求绝对收益。国际合作建立在国家都是理性的个体主义者的假设

之上,国家间收益是相互独立的,一国不因他国获益而受损。因此,作为理

性的自我主义者的国家,并不关注相对收益,而仅仅关心自身绝对收益;国

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际制度的规约作用,都可以

降低冲突的可能性,促成国家间合作。③ 导致合作无法实现的主要限制并非

对相对收益的关注,而是欺诈问题。

围绕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如何塑造一国对外政策、从而影响国家间互

动这一问题,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开展了广泛讨论。约瑟夫·

格里科
 

(Joseph
 

Grieco)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追求绝对收益,因此国家

效用公式是

U=V

①

②

③

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

1998年第1期,第41页。
同上,第44页。
同上,第45页。



“压舱石”到“导火索”:
 

中美经贸关系分析 85   

  而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位置性,即使合作安排使各国绝对收益增加,但

如果这种收益更有利于伙伴国,一国也会因为关注相对收益而拒绝合作,因

此现实主义的国家效用公式是

U=V-k(W-V)

公式中,U是国家效用,V是国家本身的收益,W 是伙伴国的收益,k是对收

益差距的敏感系数。
 

k值增大的情况包括:两国是长期竞争关系,涉及的是

安全而非经济事务,国家的相对权势衰弱等。格里科的现实主义公式表明,

一国的损失并不一定源于他国的获益,而可能源于与他国的收益差距。①

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利用相对收益对大小国家之间的互动、

霸权的合作与衰落等现象进行了解释。斯奈德指出,国际政治中存在一个

普遍观点:包含大小国家的国际合作效果比大国单独行动的效果更好。主

张相对收益的理论认为,小国对相对收益的考虑将导致它们拒绝与大国合

作,大国为了促成合作,可能给小国提供超过平均收益的份额。斯奈德认

为,这种有利于小国的合作性安排会有助于小国缩小与大国的差距,促使大

国衰落。这种相对优势的下降,会增加大国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对相对收

益的关注,尤其是对正在上升的挑战者。② 对对外贸易和投资关注的改变,

是相对优势变化的指标,当前美国在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的过

程中,积极改变规则以利于自己,这与战后初期美国接受欧洲和欠发达国家

的特殊例外完全不同。

迈克尔·马斯坦丹诺(Michael
 

Mastanduno)通过考察20世纪80年代

美国对日本三个领域的工业政策变化,探讨相对收益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斯奈德的主张。马斯坦丹诺的结

论是,相对收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国际结构的变化,即美国的

相对衰落、日本经济地位的相对上升,以及外部军事威胁的减弱,导致美国

对相对收益的整体敏感性增长。但在国内层面,不同机构的制度功能所反

①

②

Joseph
 

M.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1988,
 

pp.485-507.
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s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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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偏好也会影响政策制定。因此,在对日本的问题上,追求相对收益而制

定的政策在不同领域的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如在卫星领域相对收益的影

响十分显著,而在电视领域则完全不显著。① 马斯坦丹诺对日美贸易战的案

例的分析,给中美贸易战提供了参考。

围绕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讨论,是20世纪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

主义论战的一部分,给国家间冲突和合作行为注入了新的思考,而投射到今

天对中美贸易战爆发原因的探究,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仍在为学者提供有

益的分析视角。

王孜弘将贸易战原因归结为体制差异。保持对中国的相对优势,抑制

中国崛起,是美国发动贸易战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根本性原因。因为在经济

领域和技术领域,美国对中国的相对优势仍然非常明显,与美国综合实力相

对差距最小的并非中国,而拉大差距的最好办法也并非传统的加征关税。

因此,贸易赤字虽然重要,但只是表层问题,深层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体

制不认同,美国认为中国的体制将会破坏市场规则并损害美国经济。但事

实上,当前国际体制主要由欧美国家参与设计,有利于美国维护既得利益,

推动中国融入,有助于其保证相对收益。② 宋国友指出,中美政治和经济关

系发展不平衡是中美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中美政经关系存在发展悖论,缺

乏同步性。这种悖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冷战后随着国际体系中政

治安全结构趋向单极化,美国对华政治战略侧重于相对收益,而在经济领域

由于实力不足,面临日欧挑战,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强调绝对收益。③ 学者同

时指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不会永远注重绝对收益而忽视相对收益,美国对

相对收益的追求以长期和累积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

和扩大不对称性经济相互依赖。

综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成果、学者围绕中美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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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论述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情况,本文认为,相对收益对美国对华政

策的塑造作用正逐渐显著。

白大范对2001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进行了回顾。2001—2008年

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呈现接触与遏制并存的特点。“9·11”

事件后,小布什积极支持中国加入 WTO,并允许中国在过渡期内逐步开放

国内市场。随着中美贸易出现失衡趋势,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要求从敦促

中国遵守贸易规则转变为监督中国履行入世承诺。2009—2016年奥巴马执

政期间,美国政府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体现自由贸易和实用主义兼容的特

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美国对华贸易逐步扩大,促使美国在对华贸易

方面采取进一步保护主义措施。2016年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

断,2018年初,美国以中美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额关

税,挑起中美贸易战。①

总体而言,近三届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建交后到冷战结束的

阶段相比,体现出更强的竞争态势和保护主义倾向,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上

升。如前所述,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② 有学者

以1999—2009年美国GDP占全球份额的下降以及联邦债务的增加为基础,

说明了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中国出现了下滑。③ 到2017年,美国的GDP占全

球总量的比重为24.02%,相比于2009年上升了0.09%。对比同期,中国的

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8.48%上升到15.16%。④ 中国经济总量从1980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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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白大范:《2001年依赖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献综述》,《经济视角(下)》2012
年第3期,第69页。

任泽平、罗志恒、华炎雪:《中美经济实力对比》,2019年6月2日,https://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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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3053.5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34100亿美元。① 中国目前是全球经

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8—201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

2%,美国为12.3%;预计2022—202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8.4%,美国为8.5%。② 根据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的预测,中国的人均潜在

实际GDP增长率在2000—2007年、2008—2018年、2019—2030年、2031—

2060年分别为9.8%、7.7%、4.2%及2.2%。同期美国的增长率分别为

1.5%、1.0%、1.1%及1.5%。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良好,经济发展对于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及人均GDP增长潜力均远高于美国。③

在相对实力变化的背景下,结合斯奈德④对于大国小国合作互动的分

析,有助于理解相对收益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影响力的上升趋势。从中

美建交至冷战结束,美国综合实力相较于中国具有明显优势,为了促成合

作,谋求长期性、累积性相对优势,即推动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并

构建不对称性的经济相互依赖,美国舍弃短期相对收益,与中国达成合作,

保持了良好的经贸往来。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日益显著,与美

国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如格里科在效用公式中呈现的,美国对相对收益的

敏感程度,如格里科在效用公式中呈现的,呈现上升趋势。美国以中美巨额

贸易顺差为由挑起贸易战,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具有长期性

和根本性,如中美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美元国际储备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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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以及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等,这些导致

贸易差额的原因并非通过加征关税就能得以解决。① 结合贸易战中美方反

复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移等条款,美国真正关注的是高新技

术产业的发展差距及其对国家综合实力的长远影响。② 美国预见到,科技发

展的差距缩小将直接导致相对收益的分配变化,而此前希望中国融入美国

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做出的短期利益让步并未收获成效,对长远相对收益的

考量促使美国通过贸易战扩大当前及未来与中国相对收益的差距。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相对收益对美国决策的影响是方向性的。

参考马斯坦丹诺对日美贸易战的分析框架,要探究贸易战爆发的直接诱因

和美国重点打击的领域等内容,须将国内系统的互动结果,如右派保守主义

的上升、总统个人的偏好和现实需求以及利益团体的游说力量等,与美国国

内对于中国发展的时间视野判断的调整相结合,此外还要结合地缘及安全

要素,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变化等情况,才能形

成对中美贸易战更全面的认识。

四、
 

结 语

美国学者兰普顿认为,中美双方的战略互疑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核心问

题。③ 美国长期存在对中国国家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发展模式的疑虑④,加之

沟通不足以及对于彼此实力的错误评估,导致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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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① 同时,由于特朗普上台后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一再强调以及一系列

对抗政策的出台,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态度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使得两国

在经贸领域的摩擦逐渐外溢到科技、军事、国际制度等各个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仅仅是中美战略竞争在经济领域的最早体现。本文首先

阐释了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如何外溢到安全、人文交往以及国际制度等

多个方面,进而对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中美战略竞争背景进行分析。目前

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体系层面,而本文则选择从美国国

家层面出发,思考中美战略竞争背后的深层根源。

本文认为,在美国国家层面,国内政治、时间视野、收益衡量三个方面的

变化共同推动中美走向战略竞争。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右派、军工利益集团

和特朗普竞选考量三方合流,与国际和体系层面的原因一道,导致美国在中

美互动的时间视野上发生了由短期视野向长期视野的转换。在利益衡量方

面,美国也从过去更关注绝对收益转而更关注相对收益。当前中美双方对

于未来关系的走向都没有充足的信心,双方“边走边谈”的问题处理方式也

为中美关系走向增添了更多变数。中美战略竞争已经成为共识,但竞争也

不等于敌对和不可调和,中美双方依旧要积极寻找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促

进共同繁荣和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① 江忆恩、胡若愚:
 

《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回应阎学通的“假朋友”理
论》,《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107—132页。


